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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男方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
———基于信号理论的解释

符国群　 李　 杨　 费显政∗

　 　 摘要: 本文基于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和婚姻市场上女性处于更大程度信息不对

称的双重事实ꎬ运用信息经济学中的信号发射理论来解释我国城市婚姻市场为何

男方原生家庭支付绝大部分结婚费用ꎮ 来自城镇家庭的调查数据显示ꎬ随着男女

双方从相识到结婚的时间增加ꎬ男方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将下降ꎻ女方学历越

高ꎬ其要求进行婚姻担保的动机越弱ꎬ男方原生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下降ꎻ“婚

房”支出作为承诺信号ꎬ比其他结婚支出具有更大的担保作用ꎮ 上述结论均与信号

发射理论的预测相一致ꎬ据此我们认为ꎬ相对于“婚姻竞争说” “婚姻补偿说”等既

有关于彩礼和嫁妆的理论ꎬ基于“婚姻承诺”或“婚姻担保”的信号理论对婚姻市场

上男女原生家庭在结婚费用分担上的不对称性更有解释力ꎮ
关键词: 结婚消费ꎻ婚姻挤压ꎻ信息不对称ꎻ婚姻承诺ꎻ城镇家庭

一、引言

婚姻消费或结婚费用可以分为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两部分(杨善华ꎬ１９９５)ꎬ前者指与婚

礼庆典相关的费用支出ꎬ如在婚纱、迎亲、婚宴等方面的支出ꎻ后者则主要指购买新房、房屋

装修、购买家具等方面的费用ꎮ 结婚费用通常由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和夫妻支付三部分组

成ꎮ 其中前两项是指结婚男女双方的原生家庭支付的费用ꎬ第三项是指由新婚夫妻自己支

付的费用ꎮ 之前研究一致发现ꎬ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ꎬ结婚费用大幅度增长ꎬ而且男方家

庭支付的费用远超女方家庭(侯俊芳ꎬ２０１３ꎻ廉思、赵金艳ꎬ２０１７)ꎮ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ꎬ相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或 ９０ 年代ꎬ最近 ２０ 年我国城镇青年结婚消费中ꎬ男方原生家庭支付的比重

在上升ꎬ而女方原生家庭支付的比重基本不变ꎬ前者支付的数额是后者的 ４－５ 倍(符国群等ꎬ
２０１９)ꎮ

为什么结婚消费中的大部分费用由男方家庭支付? 社会学家主要从彩礼的视角给出解

释ꎬ人口学家则是从婚姻市场性别失衡角度或从婚姻挤压角度给出解释ꎮ 目前流行的彩礼

理论主要有结婚补偿说和结婚资助说ꎮ 结婚补偿说认为ꎬ新郎家之所以要给新娘家支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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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彩礼ꎬ主要是出于补偿的目的ꎬ即补偿女方家庭所付出的养育成本和新娘作为劳动力由女

方家迁入男方家(孙淑敏ꎬ２００５)ꎻ结婚资助说认为ꎬ无论是男方家给的彩礼ꎬ还是女方家给的

嫁妆ꎬ最终将会以某种形式流入新郎与新娘手中ꎬ这可以视为代际间的资助ꎬ即亲代对子代

的资助(阎云翔ꎬ２０００)ꎮ 由于彩礼只是结婚消费的一部分ꎬ而且彩礼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大城

市有被逐步淡化的趋势ꎬ用彩礼相关理论来解释新郎家承担更多的结婚费用并不合适ꎮ 比

如ꎬ结婚补偿说能够部分解释我国农村地区新娘家向新郎家索要高额彩礼ꎬ但用它来解释城

市家庭结婚消费则至少证据不足ꎬ因为根据这一理论高学历女性应索取更多的彩礼ꎬ这显然

与本研究在城市观察到的事实不符ꎮ 结婚资助说能够解释亲代给结婚的子代以财务支持ꎬ
确保子代成家立业ꎬ使家庭这种社会组织能不断延续ꎬ但它并不能解释两个原生家庭在子代

婚姻资助上的不对称性ꎮ
婚姻挤压指婚龄男性人口或婚龄女性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婚配困难现象ꎮ 婚姻挤压分

男性婚姻挤压和女性婚姻挤压两种类型ꎬ我国目前约有 ２ ０００ 万婚龄男性找不到配偶ꎬ出现

了较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果臻等ꎬ２０１６)ꎬ而且在未来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将更趋严重ꎬ到
２０５０ 年我国 ５０ 岁以上未婚男性至少在 ３ ０００ 万以上(Ｇｕｉｌｍｏｔｏꎬ２０１２ꎻ李树茁、孟阳ꎬ２０１８)ꎮ
在婚姻挤压背景下ꎬ为了结婚和娶到适意的新娘ꎬ新郎家庭需要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ꎬ以此

提升男方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ꎬ这被称为婚姻竞争说(Ｒａｏꎬ１９９３)或婚姻市场要价说(桂华、
余练ꎬ２０１０)ꎮ 在我国农村地区ꎬ包括彩礼、新婚建房等方面的支出ꎬ不断攀升ꎬ从一个侧面为

婚姻竞争说提供了支持证据(王跃生ꎬ２０１０ꎻ柳清瑞、刘淑娜ꎬ２０２０)ꎮ 在婚姻挤压即整个社会

适龄男性多于女性的情况下ꎬ被挤压的对象在农村主要是婚龄男性ꎬ但在城市被挤压的主要

是各方面条件优秀的婚龄女性(沈新凤ꎬ２０１１)ꎮ 如果婚姻竞争说成立ꎬ在城市尤其是城市社

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中ꎬ应当观察到女方原生家庭而不是男方原生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

费用ꎮ 另外ꎬ仅从竞争视角考察婚姻费用的分担ꎬ可能会遗漏其他重要因素ꎬ从而限制微观

层面的理论发展ꎮ 也许是由于上述原因ꎬ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主要不是从男女供

应失衡或竞争视角来解释彩礼或嫁妆的存在(Ｂｅｃｋｅｒꎬ１９７３ꎻ李永萍ꎬ２０１８)ꎮ
本文基于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和女性在婚姻市场较男性处于更大程度信息不对称的双重

事实ꎬ提出用经济学中的“信号发射”理论来解释当下我国城市为什么男方原生家庭支付更

多的结婚费用ꎮ 与之前文献把婚房作为“信号”以区分“高、低品质”男性的思路类似(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ꎬ２０１８)ꎬ本研究进一步拓展这一思路ꎬ把包括婚房在内的“婚姻支出”纳入“信号”范
畴ꎮ 具体而言ꎬ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ꎬ与结婚补偿说、结婚资助说、财产继承说等

聚焦于彩礼、嫁妆等某一方面的结婚支出不同ꎬ本研究把所有与结婚消费相关的支出全部纳

入考察范围ꎬ从更加综合的视角审视结婚消费现象及费用分摊ꎮ 换言之ꎬ较之于现有关于彩

礼和嫁妆等方面的理论ꎬ本文提出的“信号发射”理论解释范围更加宽广ꎮ 其次ꎬ本研究提出

的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中与现有文献冲突的一些事实ꎬ同时也包容了婚姻竞争说的解

释ꎮ 再次ꎬ本研究发现ꎬ“婚房”等间接结婚支出ꎬ比“婚宴”等直接结婚支出ꎬ具有更强的信

号指示作用ꎮ

二、婚姻挤压、信息不对称与信号发射

(一)婚姻挤压与婚姻支出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０ 年我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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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３ ４９０ 万ꎬ新生儿男女性别比达到 １１１.３ ∶ １００ꎬ超过联合国设定的 １０３－１０７ 的正常值ꎬ可以

预见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状况会更加突出ꎮ 婚姻挤压的后果是ꎬ在大城市和高经济社会地位

阶层会出现“剩女现象”ꎬ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低经济社会地位阶层会出现“光棍现象”ꎬ
即一部分男性终身找不到配偶(张翼ꎬ２０１３ꎻ沈新凤ꎬ２０１１)ꎮ 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婚龄女性及

其原生家庭在婚姻支付中的话语权增加ꎬ在婚姻交换过程中ꎬ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高ꎬ男方

承受越来越大的婚姻代价和压力(桂华、余练ꎬ２０１０)ꎮ 导致我国男性婚姻挤压的原因ꎬ除了

婴儿性别比失衡外ꎬ也与我国自 １９８０ 年代后人口出生率下降有关ꎮ 通常男性会找比自己年

龄小的女性结婚ꎬ因此某一特定年份出生的男性ꎬ当步入适婚年龄时ꎬ所对应的适婚女性多

是晚两年左右出生的女性(刘娟、赵国昌ꎬ２００９)ꎬ伴随后面出生人口总量的减少ꎬ潜在“可结

婚”女性更为稀缺ꎮ 在较多男性“竞争”较少女性的情况下ꎬ男性只有通过增强自身的“吸
引”方可排除同类竞争对手ꎬ与适意的女性进入婚姻契约ꎬ这就是“婚姻竞争说”提出的人口

学背景ꎮ
总体上ꎬ男性婚姻挤压在我国不只是一种农村现象ꎬ在城镇同样存在ꎮ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①ꎬ在 ２５－４９ 岁城镇未婚人口中ꎬ无论是哪个年龄段ꎬ男性数量远多

于女性ꎮ 例如ꎬ在 ２５－２９ 岁城市未婚人口中ꎬ未婚男性占同年龄段出生人口的 ４４.７８％ꎬ未婚

女性占同年龄段出生人口的 ２９.１３％ꎻ在 ４５－４９ 岁年龄段ꎬ未婚男性占同年龄段出生人口的

比重为 １.９７％ꎬ未婚女性占同年龄段出生人口的 ０.８２％ꎮ 造成城市男性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

是ꎬ在相对长时间内ꎬ我国男女婴儿出生比远高于正常水平ꎮ 数据显示ꎬ１９９０ 年我国城市出

生婴儿性别比为 １０９ꎬ到 ２０１０ 年这一比例飙升到 １１８ꎮ 更令人惊异的是ꎬ到 ２０１０ 年ꎬ城镇出

生的婴儿男女性别比已经高于农村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ꎬ前者为 １２２.７６％ꎬ后者为 １２２.０９％ꎮ
虽然部分女性嫁到城市家庭ꎬ会缓解城镇男性婚姻挤压状况ꎬ然而ꎬ受传统观念、生活习惯等

多方面因素影响ꎬ迄今农村户籍女性与城市户籍男性结婚的比例仍然非常低ꎮ 以北京市为

例ꎬ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结婚的近 ７０ 万对夫妻中ꎬ户籍同类婚超过 ８４％ꎬ城市男娶农村女占比

１０.７７％ꎬ城市女嫁农村男占比 ５.１６％ꎬ而且从长期看ꎬ户籍为城市的男性娶农村女性的比例

呈下降趋势ꎮ 例如ꎬ２００９ 年城市男娶农村女的婚姻比例降低到了 ９.４％ꎬ城市女嫁农村男的

比例则在 ５ 年时间里基本保持在 ５.２％左右(高颖、张秀兰ꎬ２０１１)ꎮ
与我国情况不同ꎬ在印度ꎬ目前婚姻挤压的对象是女性ꎮ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伴随卫生

条件的改善和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ꎬ印度新增人口稳定增长ꎮ 由于印度男女婚龄差是 ５ 岁

左右ꎬ结果是特定年份出生的男性与后面基数更大的女性进行婚姻匹配ꎬ由此出现潜在新娘

过剩ꎮ 例如ꎬ１９６１—１９９１ 年每 １００ 个婚龄女性对应的婚龄男性不足 ６０ 个ꎬ难怪在印度祝愿

别人生女孩被认为是最恶毒的咒语(Ｂｈａｔ ａｎｄ Ｈａｌｌｉꎬ１９９９)ꎮ 在此背景下ꎬ为解释女方家为何

支付高额的嫁妆和其他结婚费用ꎬ各种理论应运而生ꎬ其中前面提到的“婚姻竞争说”成为主

流理论ꎮ
也有学者从“补偿”或“交换”视角来考察嫁妆和彩礼ꎮ 例如ꎬ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３)认为ꎬ人们

之所以结婚ꎬ根本原因是较之“单身”ꎬ两性结合组成家庭双方均能“获利”ꎬ但男女双方各自

“获利”的大小可能不同ꎮ 从婚姻中获利较多的一方需要通过彩礼或嫁妆来补偿获利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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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ꎮ 贝克尔的理论能解释为什么存在彩礼或嫁妆ꎬ以及一方家庭转移资源到另一方家庭

的数量ꎬ但不能解释在有些国家如中国同时存在嫁妆和彩礼的现象(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ｎꎬ１９９９)ꎮ
另一些学者认为ꎬ嫁妆是在从夫居的一夫一妻社会存在严密社会等级背景下ꎬ新娘从父母处

获得的财产继承ꎮ 父母的财产继承通常是在父母过世之后ꎬ但如果这样安排财产继承ꎬ嫁出

去的女儿就有可能存在搭便车现象ꎬ即可能获得一部分是由其兄弟努力之下获得的财产

(Ｂｌｏｃ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ꎮ 还有学者(Ｇａ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ｅｒꎬ１９９０)将嫁妆视为女方家庭的“婚配努

力”ꎬ即女方为了嫁入社会等级或社会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而采用的排除“竞争者”的手段ꎮ
Ｓｈｅｎｋ(２００７)则直接将嫁妆视为父母对女儿的直接投资ꎬ这种投资有助于新娘改善生活质量

并确保有更多资源用于子孙后代繁衍ꎮ
上述这些理论对理解在婚姻挤压背景下ꎬ是更多资源从新郎家流向新娘家或是反方向

流动提供了初步理解ꎬ但这些理论均是在“彩礼”或“嫁妆”主题下发展起来的ꎬ没有同时把

彩礼、嫁妆和其他婚姻消费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主题下进行讨论(李怀ꎬ２０１７)ꎮ 目前我国青年

男女结婚实际上是男方家庭承担大部分结婚费用ꎬ而且彩礼、嫁妆并存ꎬ男方家庭支付的结

婚费用大部分不是以彩礼的形式出现ꎬ即使支付彩礼大多也没有转移到女方原生家庭ꎬ而是

以各种形式流入新婚夫妇组建的家庭中(王跃生ꎬ２０１０)ꎮ 针对这种现状ꎬ无论是从补偿视

角、竞争视角、财产继承视角抑或父母投资子女视角构建理论ꎬ均不能完整解释我国城市家

庭结婚消费中男方家庭支付远远超过女方家庭的事实ꎮ
(二)婚姻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及新郎进行信号发射的必要性

根据信息经济学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ꎬ通常是卖方知道的比买方要多ꎮ 在“理性人”假
定下ꎬ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劣币驱良币”现象ꎬ在产品市场就是高品质产品将

从市场消失(Ａｋｅｒｌｏｆꎬ１９７０)ꎮ 为了让高品质产品能在市场按“优质优价”出售ꎬ同时让买方获

得货真价实的产品ꎬ市场需要发展各种机制ꎬ缓解“良莠难分”的局面ꎮ 其中ꎬ卖方进行信号

的投资或信誉投资被认为是消除劣币驱良币现象的一种机制(Ｓｐｅｎｃｅꎬ１９７３)ꎮ
具体到我国的婚姻市场ꎬ一方面ꎬ男性在寻找配偶时ꎬ主要看重女方与外貌、能力相关的

特征ꎬ如年轻、漂亮ꎬ是否受过良好教育等ꎬ这些被男性看重的女性特征ꎬ通常是显性的ꎬ即在

缔结婚姻契约前大致可以通过观察做出判断ꎮ 女性看重的男性特征则集中在挣钱能力和未

来是否会恪守婚姻契约上ꎬ如是否有上进心ꎬ是否有家庭责任感等(Ｐａｗｌ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Ｄｕｎｂａｒꎬ
１９９９)ꎮ 显然ꎬ相对而言ꎬ女性所看重的男性特征更加“隐性”和难以在短期内被观察到ꎮ 从

这个角度ꎬ女性更类似于商品市场上的买方ꎬ处于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ꎮ
另一方面ꎬ在亲本投资上女性比男性投入更多ꎬ而且从“潜力”上ꎬ男性比女性可以繁衍

更多的子孙后代ꎬ根据进化理论ꎬ女性比男性更重视“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ꎬ在决定与谁结

婚的问题上更加挑剔ꎬ也更加谨慎(邢采等ꎬ２０１２)ꎮ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主流婚姻匹配研究

中ꎬ通常假定男性是主动发出要约的一方ꎬ而女性则是做出“选择”的一方(Ｂｕｓ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１９９３)ꎮ

在男性婚姻挤压和一夫一妻制背景下ꎬ男性不仅面临同性间的“激烈”竞争ꎬ同时还面临

说服中意的潜在配偶ꎬ让其尽快进入婚姻契约的任务ꎮ 后一方面的任务ꎬ主要由婚姻市场信

息不对称引起ꎮ 方丽和田传浩(２０１６)运用信号理论解释农村家庭“婚房热”现象ꎬ认为男方

家建造婚房ꎬ是向女方家发送男方家具有某种经济或社会地位的信号ꎬ从而缓解“信息不对

称”状况ꎮ 在后续研究中ꎬＦａｎｇ 和 Ｔｉａｎ(２０１８)进一步用信号理论解释了农村地区男方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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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扎堆盖房以及为何房子的面积越盖越大的现象ꎮ 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结婚机会成本”
和“贷款利率”两个方面考察不同地区或不同类型家庭是否运用“住房”这一信号ꎬ以及这一

信号能否作为区分“高、低质量”新郎的条件ꎮ 不仅如此ꎬ他们的研究将“婚房”信号对市场

信息不对称的缓解局限于女方对男方家庭在财富、家庭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不了解ꎬ而把女方

同样甚至更为看重的男方特质如责任感、事业心、人品等隐性特质视为不能通过“住房”信号

来传递ꎮ
具体而言ꎬ方丽和田传浩(２０１６)假设:一方面ꎬ婚姻市场存在高、低质量两种类型的男

性ꎬ也存在高、低质量两种类型的女性ꎬ男性在社会资本和家庭财富等方面不能被女性直接

观察到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ꎻ另一方面ꎬ相比单身ꎬ男女结婚存在“保留效用”ꎬ即男女双方

为了结婚而放弃单身所能获得的效用ꎮ 只要保留效用大于 ０ꎬ男女就会选择结婚ꎮ 在上述假

设下ꎬ他们得出的结论是ꎬ在随机选择情况下ꎬ会出现逆向选择ꎬ即高质量女性获得的效用低

于低质量女性ꎬ部分甚至全部高质量女性会退出婚姻市场ꎬ这会导致高质量男性利益受损ꎮ
为消除信息不对称ꎬ高质量男性会通过建造新房向高质量女性发出信号ꎬ而低质量男性因为

不像高质量男性那样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ꎬ其借贷成本更高ꎬ不能像高质量男性那样通过建

造“大房子”或豪华房子来“发信号”ꎬ从而出现“分离均衡”ꎬ如此ꎬ市场就把高、低质量男性

区别开来ꎮ 本文遵循类似的假设和逻辑来分析城市婚姻市场ꎬ解释为何男方原生家庭比女

方原生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ꎬ但本文在两个方面拓展了方丽和田传丽(２０１６)的研究ꎬ一
是本文把女方为何在婚姻市场处于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ꎬ主要不是归因于对男方在财富

创造能力及家庭社会资本方面的不了解ꎬ而是归因于女方对男方的事业心、家庭责任感等隐

性特质难以识别ꎬ而这些隐性特质与女性所看重的稳定的婚姻关系息息相关ꎮ 二是把男方

家庭支付的婚庆消费支出ꎬ包括婚房、彩礼、婚宴等支出均看成是对婚姻承诺的信号ꎮ 换言

之ꎬ本文把男方家庭在婚姻上的支出主要看做是一种“承诺”或“担保”信号ꎬ而不是仅仅用

来区分男性在财富和“能力”上的“质量高低”ꎮ 如此ꎬ既能解释在女方对男方的“能力”有清

楚了解的情况下ꎬ为何仍然要求男方家庭承担更多的结婚费用ꎬ同时也能说明“住房”这类更

能体现“担保”作用的支出ꎬ为何更受女方青睐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本研究推断:伴随男女双方接触时间的延长ꎬ女方对男方了解增加ꎬ女方

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ꎬ此时女方要求的“担保”也会变弱ꎬ男方家庭支付的结婚担保费

用或“信号费用”会减少ꎮ 因此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男女双方从相识到结婚时间越长ꎬ男方家庭在总体结婚消费中的占比会下降或男女

家庭在结婚支出上的差距会缩小ꎮ
在婚姻市场ꎬ女性在面临信息不对称时ꎬ之所以对进入婚姻契约犹豫和迟疑ꎬ是因为她

们为组建家庭投入的资本如美貌、生育能力等资源在未来的贬值速度较快ꎬ而且婚后在亲子

投资、离婚后再婚等方面的成本比男性更高ꎮ 女性学历越高ꎬ其未来获取资源的能力越强ꎬ
对离婚后果的担心越弱ꎬ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女方学历越高ꎬ要求提供婚姻担保的动机相应减弱ꎬ此时男方原生家庭在总体婚姻

消费中承担的比例将下降ꎮ
在女方家庭要求“担保”的条件下ꎬ男方家庭为何愿意发出对婚姻承诺的信号? 本文分

别针对高、低质量两类男性进行分析ꎮ 对于高质量男性(这里主要指其品行而言)ꎬ一方

面ꎬ如前所述ꎬ如果女性不能识别其质量ꎬ则会导致逆向选择ꎬ从而部分高质量女性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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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市场ꎬ这会损害高质量男性的利益ꎬ因此高质量男性有很强的动机进行信号发射ꎬ以
吸引高质量女性并与之缔结婚姻契约ꎮ 另一方面ꎬ富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男性ꎬ由于其周

围的朋友、熟人、亲戚在长期相处过程中ꎬ对其品行和能力是了解的ꎬ后者也更愿意为其未

来的成长和发展“助力”ꎮ 换句话说ꎬ“高质量”的男性ꎬ拥有的社会资本更多ꎬ相比“低质

量”男性ꎬ前者获取经济资源的成本更低ꎬ从而更有实力发射信号和进行婚姻担保ꎮ 上述

两方面的结合ꎬ使“高质量”男性进行婚姻信号投资的边际收益更高ꎬ对此已有诸多文献

进行详细讨论(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ｍｏｒｉꎬ２０００ꎻ李斌等ꎬ２０１８)ꎮ 对于低质量男性ꎬ在高质量男

性进行信号发射的情况下ꎬ面临两种选择ꎬ一是进行低强度的信号发射ꎬ此时信息不对称

程度减弱ꎬ高质量男性更多与高质量女性结合ꎬ低质量男性更多与低质量女性结合ꎬ市场

实现“分离均衡”ꎻ二是如果结婚的保留效用很高ꎬ而且低质量男性很容易筹集大笔结婚

费用ꎬ或者筹集结婚费用的成本比较低ꎬ此时低质量男性也会像高质量男性那样发射高强

度信号ꎬ市场会出现混同均衡(方丽、田传浩ꎬ２０１６)ꎮ 然而ꎬ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ꎬ信号发

射均会提升男方家庭结婚支出水平ꎬ增加未来男方的离婚成本(张维迎ꎬ２０１４)ꎬ从女方角

度则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婚姻担保ꎮ
男方发射的信号可以分为两种类型ꎬ一种是一般性承诺信号ꎬ大部分直接结婚支出ꎬ如

酒宴消费属于这种类型ꎻ另一种是具有“强担保性”的信号ꎬ如用于婚房和家用电器购置等

“家庭基础设施投资”的支出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ꎬ不仅可以用于未来的子女养育ꎬ而且能部

分缓解婚姻破裂带来的“后顾之忧”ꎮ 在农村地区ꎬ“婚房”成为第一结婚要件(陶自祥ꎬ
２０１１)ꎬ性别比例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有儿子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ꎬ导致储蓄率和房

价的上升(韦艳、张力ꎬ２０１１)ꎮ 不仅如此ꎬ住房投资具有大额度、固定性、长期性等特征ꎬ很适

合成为传递男方能力、家庭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信号载体(方丽、田传浩ꎬ２０１６)ꎮ 在城市ꎬ婚房

同样成为男方向女方提供“担保”的重要信号ꎮ 如果男方家提供婚房甚至只是承担婚房的大

部分费用ꎬ则因女方已接收到男方的“诚意”信号ꎬ在其他结婚支出上女方反而会少提要求ꎮ
在大城市ꎬ由于房价太高ꎬ依靠单个家庭的力量甚至无力承受ꎬ因此在男方家购置婚房的情

景下ꎬ女方家庭可能也会承担一部分“购房款”ꎬ或者在男方家全额支付购房款或“首付”的
情况下ꎬ女方家更有可能会支付数额可观的“嫁妆”如为新婚夫妇购置小汽车等ꎮ 因此ꎬ在婚

房作为“担保品”的情况下ꎬ一方面ꎬ虽然总体上新郎家支付的结婚费用比新娘家要多ꎬ而且

相比未购置婚房的家庭ꎬ购买了婚房的新郎家承担的结婚费用总量也会增加ꎬ即男女家庭支

付的结婚费用之差有可能扩大ꎮ 但另一方面ꎬ此时女方家庭也可能配置更多的“嫁妆”ꎬ以与

新郎家支出的“大额”可信担保相匹配ꎬ这样男方家在结婚总费用中承担的比例反而可能下

降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相比未购置婚房家庭ꎬ购置婚房家庭的男女原生家庭支付的结婚费用之差会扩大ꎬ

但男方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反而会下降ꎮ
婚房作为“信号”载体ꎬ要被女方家接受ꎬ前提是房产所有权归新郎和新娘共同所有ꎬ否

则其信号作用会减弱ꎬ这也是为何很多女性在结婚前要求男方将其父母购买的房子过户到

女方或在房产簿上署上女方名字的重要原因ꎮ 最高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对婚前房产做出司法解

释ꎬ将男女原生家庭给子女购买的住房ꎬ登记在子女名下时ꎬ视为对子女一方的赠与ꎮ 换言

之ꎬ这种类型的房产不是新婚夫妇的共同财产ꎬ未来如果双方离婚ꎬ其中一方不能主张财产

分割ꎮ 这一司法解释ꎬ至少在短期内会降低男方父母为儿子所购“房屋”的信号作用ꎬ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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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预期在此司法解释出台之后的一段时期ꎬ女方对用这类财产作为“信号”的不认可ꎮ
也就是说ꎬ相比司法解释出台前ꎬ解释出台后的一段时间内男方家庭把“婚房”作为担保信号

的作用减弱ꎬ它作为“信号”使用的频率会随之下降ꎬ作为对此的回应ꎬ此时女方家庭可能会

要求男方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相比 ２０１１ 年司法解释出台前ꎬ之后结婚的家庭其“婚房”作为“信号”的作用减弱ꎬ

男女原生家庭支付的结婚费用之差将随之扩大ꎮ
根据“婚姻挤压”下的“婚姻竞争说”ꎬ男女婚姻匹配程度越高(即男女双方更加“门当户

对”)ꎬ男方家庭应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ꎬ从而男女原生家庭支付的结婚费用之差也就越大ꎻ
相反ꎬ如果男方是“向下婚”ꎬ即男方找的结婚对象在家庭社会地位、学历等方面不及自己ꎬ则
男方家庭支付的结婚费用相对于女方家庭会下降ꎮ 然而ꎬ根据本文所主张的“信号发射”或
“信号担保”理论ꎬ预测结果则恰恰相反ꎬ也就是说如果男方是“向下婚”ꎬ相比“同类婚”或
“向上婚”ꎬ此时女方反而需要更多的“婚姻担保”ꎬ原因是她所凭借的个人资源如美貌、温柔

等资源虽然可以让其进入“更高社会阶层”ꎬ以此“弥补”自己在家庭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方面

的“劣势”ꎬ但这并不能消除其对未来婚姻关系是否稳定的担心ꎮ 换言之ꎬ女方在学历上与潜

在配偶差距越大ꎬ其对未来婚姻的稳定更加担忧ꎬ要求男方提供“担保”的需求更强ꎮ 目前对

婚姻匹配的测量ꎬ主要关注的是择偶过程中男女双方在社会经济特征ꎬ如年龄、社会地位、职
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匹配程度(袁晓燕ꎬ２０１７)ꎬ其中男女双方的“教育匹配”被认

为比职业、收入等能更好地反映夫妻匹配关系(朱梦冰ꎬ２０１７)ꎮ 由于本研究认为信号发射理

论比“婚姻竞争”理论能更大程度地解释为何男方家庭比女方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ꎬ因
此本研究提出ꎬ男女双方学历差距越大(即女方学历相比男方越低)ꎬ女方要求婚姻担保的动

机越强ꎬ此时男方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结婚费用ꎮ
Ｈ５:男女双方教育匹配程度与男方原生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成反比ꎬ即男女双方学历差

距越大(男方学历较女方学历更高)ꎬ男方家庭反而需要承担更多的结婚费用ꎮ

三、结婚费用配置调查

(一)总体样本

本研究聚焦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结婚的中国城镇家庭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至 ４ 月期间ꎬ
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ꎬ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省会城市以及地级和县级市回收问卷 ８２０
份ꎬ通过信息完整性、可信性、符合逻辑等几个指标甄别后ꎬ获得有效样本 ７８７ 份ꎮ 问卷包含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结婚相关的消费问题ꎮ 本研究将结婚消费分成结婚直接消费和结

婚间接消费ꎮ 在结婚直接消费部分ꎬ参与者需要提供婚宴、婚戒、蜜月旅行、婚纱照以及新婚

床上用品与化妆品购买的金额ꎻ在结婚间接消费部分ꎬ参与者需要提供住房、装修、购买家具

和家电以及购买汽车的消费金额ꎮ 同时ꎬ参与者还需要提供每一项费用的承担者(男方家

庭、女方家庭或夫妻共同承担)ꎬ以及彩礼和礼金的金额ꎮ 第二部分是与结婚个人相关的问

题ꎮ 其中包括夫妻两人从相识到结婚的时间、结婚时双方的收入、教育背景、年龄、结婚地点

等ꎮ 第三部分是与结婚双方的原生家庭相关的问题ꎬ其中包括结婚时双方家庭所在城市、双
方父母的收入等ꎮ 表 １ 描述了被调查者基本信息ꎬ表 ２ 则呈现了被调查家庭结婚消费的描

述性统计ꎬ结婚费用的承担除了表中所列的男方或女方家庭承担的比例ꎬ剩下部分是夫妻自

己共同承担(而非双方的原生家庭承担)的费用比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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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人口特征 类别 样本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３０１ ３８
女 ４８６ ６２

年龄

６０ 和 ７０ 后 １７９ ２３
８０ 后 ３３６ ４３
９０ 后 ２７２ ３４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３３８ ４３
本科 ３７８ ４８
硕士及以上 ７１ ９

所在城市

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４０８ ５２
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 ２１４ ２７
地级市或县级市 １６５ ２１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ꎮ

　 　 表 ２ 　 　 被调查家庭结婚消费情况

结婚消费情况
平均结婚
费用(元)

平均结婚费用
(按 ２０００ 年不变
价计算)(元)

平均间接结婚费用
(按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

计算)(元)

男方家承担
比例

女方家承担
比例

样本数量

全体家庭 ７２７ ２６９ ５２５ ７４７ ４４０ ５２７ ５２％ １３％ ７８７

　 　 注:结婚费用＝结婚直接费用＋结婚间接费用ꎻ结婚直接费用包含婚宴、婚戒、蜜月旅行、婚纱照以及新

婚床上用品与化妆品购买的金额ꎻ结婚间接费用包含婚房购买、装修、购买家具和家电以及购买汽车的消费

金额ꎮ

(二)数据分析结果

为了验证前述假设ꎬ本研究构建了两个回归模型ꎮ 回归模型 １ 用于检验假设Ｈ１—Ｈ３ꎬ
回归模型 ２ 用于检验假设 Ｈ４ 和假设 Ｈ５ꎮ 回归模型 １ 如下:

Ｙ＝ａ１Ｚ１＋ａ２Ｚ２＋ｂ１Ｘ１＋ｂ２Ｘ２＋ｂ３Ｘ３＋ｂ４Ｘ４＋ｂ５Ｘ５＋ｅ (１)
(１)式中:因变量(Ｙ)是指男方原生家庭在结婚总费用中承担的比例ꎮ 控制变量 Ｚ１代表新郎

新娘在结婚当年的收入总和ꎬ该变量表明新婚夫妇自己承担结婚消费的能力ꎬ它与因变量成

反比ꎬ即夫妻结婚当年年收入越高ꎬ男方家庭承担结婚消费的比例会下降ꎻＺ２代表在新郎新

娘结婚当年男方家庭的年收入ꎮ 自变量包含:相识时间(Ｘ１)是指夫妻双方从认识到结婚的

时间ꎬ以年为单位ꎬ相识时间越长ꎬ男女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ꎬ理论上女方要求婚姻担保

动力减弱ꎬ男方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会下降ꎮ Ｘ２代表男方家的社会联系或社会资本ꎬ该
变量某种程度上能反映男方的“质量”高低ꎬ在本研究中用男方家置办酒席桌数来指代ꎮ 是

否购买婚房(Ｘ３)是指结婚时是否购买婚房ꎬ０ 代表没有买房ꎬ１ 代表买房ꎮ 婚房作为一种担

保作用极强的承诺信号ꎬ一方面会增加男方家庭结婚费用支出ꎬ扩大男方家庭与女方家庭结

婚费用支出差额ꎬ但另一方面可能会降低男方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ꎮ 男方家购置婚房

后ꎬ女方家也可能会提供部分购房款或增加陪嫁支出ꎬ此外男方家如果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

购房款ꎬ其在其他结婚项目上的支出可能会减少ꎮ 婚房担保强度(Ｘ４)代表婚房作为婚姻承

诺或婚姻担保的可靠程度ꎬ用夫妻是否在 ２０１１ 年后结婚作为该变量的操作指标ꎬ因为 ２０１１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夫妻婚前财产做了新的解释ꎬ新婚夫妇一方婚前由其父母赠予的房产视

为婚前个人财产ꎬ也就意味着 ２０１１ 年是一个分界岭ꎬ自此之后男方家给新郎的结婚用房如

果不另行约定ꎬ不被视为新婚夫妻的共同财产ꎬ也就意味着婚房作为担保品的作用随之弱

９５１



符国群　 李　 杨　 费显政:为何男方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

化ꎮ Ｘ４也是二分变量ꎬ在 ２０１１ 年及之前结婚为 ０ꎬ在 ２０１１ 年之后结婚为 １ꎮ 女方学历(Ｘ５)ꎬ
它是反映“女方能力”或“女方质量”的一项指标ꎬ在本研究中是指女方结婚时的学历背景ꎬ
为二分变量ꎬ１ 代表学历在本科及以上ꎬ０ 代表学历在本科以下ꎮ 根据婚姻信号理论ꎬ该变量

会负向影响男方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ꎬ理由是:低学历女性或能力较弱的女性更依赖男

方的承诺和可信的婚姻担保ꎮ 在分析中ꎬ为消除量纲影响ꎬ本研究对因变量 Ｙ、自变量 Ｘ１和 ２
个控制变量 Ｚ１、Ｚ２做了标准化处理ꎮ

表 ３ 展现了模型 １ 的回归方程结果ꎮ 数据显示ꎬ在控制了新婚夫妇结婚当年收入、结婚

当年男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后ꎬ相识时间、女方学历、是否购买婚房和男方家社会资本ꎬ对男

方原生家庭的结婚总支出占比都具有显著的影响ꎮ 具体而言:(１)随着新婚夫妻从相识到结

婚的时间的增长ꎬ男方家庭承担的结婚总费用比例减少ꎬ假设 Ｈ１ 成立ꎮ (２)随着女方结婚

时学历的增加ꎬ男方家庭在结婚总费用中承担的费用比例减少ꎬ假设 Ｈ２ 成立ꎻ(３)相比没有

购买婚房的样本ꎬ购买婚房样本男方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减少ꎬ假设 Ｈ３ 成立ꎮ 就男方

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而言ꎬ２０１１ 年之前和之后并未显示出不同ꎬ因此最高法院对父母馈

赠给子女住房的司法解释并未影响男方家庭在结婚消费中的出资比例ꎮ (４)男方家社会联

系越广或社会资本越多ꎬ男方对自身的“高质量”更自信ꎬ更有可能向女方发出婚姻承诺信

号ꎬ其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越高ꎮ

　 　 表 ３ 　 　 模型 １ 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新婚夫妻结婚当年收入(Ｚ１) －０.１８７∗∗∗

(－５.１１)
－０.１３７∗∗∗

(－３.７３)
结婚当年男方家庭年收入(Ｚ２)

－０.０１４
(－０.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２)

相识时间(Ｘ１) －０.１２８∗∗∗

(－３.７６)
男方家社会资本(Ｘ２) ０.１５４∗∗∗

(４.５２)
是否购买婚房(Ｘ３) －０.０７４∗∗∗

(－２.１０)
婚房担保强度(Ｘ４)

－０.０１２
(－０.３４)

女方学历(Ｘ５) －０.１８１∗∗∗

(－５.０５)
Ｎ ７８７ ７８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３４∗∗∗ ０.１１１∗∗∗

　 　 注:(１)∗∗∗表示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ꎻ(２)因变量:男方原生家庭在结婚总费用中
承担的比例ꎮ

回归模型 ２ 构造如下:
Ｙ＝ａ１Ｚ１＋ａ２Ｚ２＋ａ３Ｚ３＋ｂ１Ｘ１＋ｂ２Ｘ２＋ ｂ３Ｘ３＋ｂ４Ｘ４＋ ｃ１Ｄ１＋ ｃ２Ｄ２＋ ｅ (２)

(２)式中:Ｙ 代表男方家承担的结婚费用减去女方家支付的结婚费用ꎬ即男女原生家庭支付

的结婚费用之差ꎬ该变量反映出就绝对金额上男方家庭比女方家庭多支付的结婚费用ꎮ 该

变量越大ꎬ表明男方家“信号投资”额度也越大ꎮ 自变量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及控制变量 Ｚ１、Ｚ２与回

归模型 １ 中相应的变量含义完全相同ꎮ 该模型增加了控制变量 Ｚ３ꎬ代表女方结婚时的年龄ꎮ
模型 ２ 里的 Ｄ１和 Ｄ２是两个“教育匹配”哑变量ꎬ代表新婚夫妇在学历上是否“门当户对”ꎮ
新郎与新娘学历相当或新郎比新娘高一个教育等级被认为是“同类婚”ꎬ新娘学历高于新郎

对新郎而言是“向上婚”ꎬ其他情境即新郎学历远高于新娘对新郎而言是“向下婚”ꎮ Ｄ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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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婚”时取值为 １ꎬ其他情况取值为 ０ꎻＤ２在“向下婚”时取值为 １ꎬ其他情况取值为 ０ꎮ Ｄ１

在回归方程中的系数表示与“同类婚”相比ꎬ“向上婚”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ꎻ
类似的ꎬＤ２的系数表示与“同类婚”相比ꎬ“向下婚”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ꎮ

表 ４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在控制了新婚夫妻结婚当年收入、结婚当年男方家庭收入ꎬ以
及女方结婚年龄的影响后ꎬ相识时间、是否购买婚房、婚房担保强度对男女双方家庭承担的

结婚费用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ꎮ 具体而言:(１)随着夫妻从相识到结婚的时间的增长ꎬ男方

家庭和女方家庭在结婚支出上的差距逐渐缩小ꎬ假设 Ｈ１ 得到进一步支持ꎻ(２)相比没有购

买婚房的样本ꎬ购买婚房的样本的男方和女方结婚费用支出差距更大ꎬ假设 Ｈ３ 得到进一步

支持ꎻ(３)相比 ２０１１ 年前结婚的家庭ꎬ２０１１ 年后结婚的家庭的结婚费用支出差距更大ꎬ意味

着在“男方婚房”担保作用弱化的情况下ꎬ男方家需要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ꎬ假设 Ｈ４ 成立ꎻ
(４)教育匹配对男女双方结婚费用支出差距的影响边际显著(ｐ<０.１)ꎬ假设 Ｈ５ 找到了弱的

支持证据ꎬ男方在“向下婚”ꎬ即女性学历远低于男性的情况下ꎬ相比“同类婚”ꎬ男方家反而

需要给女方提供更多的婚姻担保ꎮ 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ꎬ男方的“向下婚”实际上也意味

着此时女性处于相对较低的学历水平ꎬ后者对未来婚姻的稳定更不自信ꎬ从而对婚姻担保的

需求也会更强烈ꎮ

　 　 表 ４ 　 　 模型 ２ 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新婚夫妻结婚当年收入(Ｚ１) ０.１３６∗∗∗

(３.７８)
０.０７０∗∗∗

(２.０１)
结婚当年男方家庭年收入(Ｚ２) ０.１７１∗∗∗

(４.７５)
０.１２１∗∗∗

(３.５５)
女方结婚年龄(Ｚ３)

－０.０１１
(－０.３１)

－０.０２０
(－０.５９)

相识时间(Ｘ１) 　 －０.０７２∗∗

(－２.２１)
男方家社会资本(Ｘ２) 　 ０.１８７∗∗∗

(５.７２)
是否购买婚房(Ｘ３) 　 ０.２７４∗∗∗

(８.２２)
婚房担保强度(Ｘ４) 　 　 ０.０８３∗∗

(２.３７)
教育匹配 Ｄ１ 　 ０.０２４

(０.７５)
教育匹配 Ｄ２ 　 　 ０.０５５∗

(１.６９)
Ｎ ７８７ ７８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５８∗∗∗ ０.１８５∗∗∗

　 　 注:(１)∗∗∗、∗∗、∗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ꎻ(２)因变量: 男方原

生家庭和女方原生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之差ꎮ

(三)稳健性分析

为确定前面分析结果是否可信ꎬ我们对模型做了一系列稳健性分析ꎮ 首先ꎬ根据男方家

庭的社会联系或社会资本的多寡ꎬ将结婚的男方家庭分为高、低社会联系组ꎬ比较这两组在

信号发射上的差异ꎮ 根据婚姻信号理论ꎬ处于高社会联系组的男性由于自身品行或家庭的

“口碑”而在社会上更受欢迎ꎬ从而累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ꎬ该群体里的男性可能更具有事业

心ꎬ更加自律ꎬ在未来也更可能获得成功ꎬ他们更可能处于“高质量”行列ꎬ因此更有动力发出

婚姻担保信号ꎬ以此与低社会联系组相区别ꎮ 本研究根据男方家庭婚庆酒宴桌数来判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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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联系的高低ꎬ酒宴桌数在中位数及以上的设定为“高社会联系组”ꎬ酒宴数在中位数以下
的设定为“低社会联系组”ꎮ 对两个组进行 ｔ 检验比较发现ꎬ高低社会联系组男方家平均支
付的结婚费用存在显著差异ꎬ两组之差约 １１ 万元( ｔ ＝ ２.４５ꎬ ｐ ＝ ０.０３９)ꎻ同样ꎬ就承担的结婚
费用比例而言ꎬ高社会联系组显著高于低社会联系组( ｔ＝ ３.７３ꎬｐ＝ ０.０００)ꎮ

其次ꎬ针对“高社会联系”和“低社会联系”家庭ꎬ在控制男方学历、结婚当年男方家庭年
收入、新郎新娘结婚当年收入等变量后ꎬ以男方家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作因变量ꎬ以“相识时
间”“女方学历”“是否购买婚房” “婚房担保强度”作自变量ꎬ进行回归分析ꎬ得到表 ５ 的结
果ꎮ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对于“高社会联系”家庭ꎬ“相识时间”越长、女方学历越高ꎬ男方家承
担的结婚费用比例越低ꎻ如果购置了婚房ꎬ男方家也可以降低结婚费用承担比例ꎮ 这些结果
与模型 １ 的结果完全一致ꎮ 然而ꎬ对“低社会联系”家庭ꎬ虽然在“相识时间”和“女方学历”
如何影响男方家庭结婚费用承担比例上ꎬ与“高社会联系”家庭得到的结果相同ꎬ但两者有一
重要区别:对于“低社会联系”家庭ꎬ是否购置婚房并不显著影响男方家庭结婚费用承担比
例ꎮ 这意味着ꎬ如果男方家处于没有较多社会资本的情况下ꎬ即使购置了婚房ꎬ其在结婚消
费中承担的比重也不会像“高社会联系组”的家庭那样可以降低ꎮ 这隐含两方面可能性ꎬ一
是男方家庭购置婚房没有带动女方家相应的“投入”ꎻ二是男方家购置了婚房ꎬ可能以减少其
他结婚消费项目的支出为代价ꎮ

　 　 表 ５ 　 　 稳健性回归结果Ⅰ

变量
高社会联系组 低社会联系组

(１) (２) (３) (４)

新婚夫妻结婚当年收入(Ｚ１) －０.２４５∗∗∗

(－４.９３)
－０.１８５∗∗∗

(－３.６７)
－０.１３８∗∗

(－２.５７)
－０.０７９
(１.４１)

结婚当年男方家庭年收入(Ｚ２)
－０.０５９
(－１.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２５６)

０.０１６
(０.３０)

０.０４１
(０.７７)

女方结婚年龄(Ｚ３) －０.１０２∗∗

(－２.１３１)
－０.０６７
(－１.４２)

－０.０２６
(－０.５０)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６)

男方学历(Ｚ４) ０.０３７
(０.４８)

０.０２２
(０.３２)

－０.０１８
(－０.４７)

－０.１０３
(－１.３８)

相识时间(Ｘ１) －０.１４９∗∗∗

(－３.２１)
－０.１２２∗∗

(－２.４１)
是否购买婚房(Ｘ３) －０.１３５∗∗∗

(－２.８０)
－０.０２９
(－０.５３)

婚房担保强度(Ｘ４)
－０.０６４
(１.３１７)

０.０６５
(１.１３)

女方学历(Ｘ５) －０.１５８∗∗

(－２.２６)
－０.１７３∗∗

(－２.３２)
Ｎ ４０７ ４０７ ３８０ ３８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７４∗∗∗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８∗∗∗

　 　 注:(１)∗∗∗、∗∗分别表示在 １％、５％的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ꎻ(２)因变量: 男方原生家庭在
结婚总费用中承担的比例ꎮ

再次ꎬ以男女双方家庭结婚费用之差作因变量ꎬ在控制结婚当年男方家庭年收入、女方
结婚年龄等变量后ꎬ以相识时间、结婚当年女方年收入(表示女方能力)、是否购买婚房、婚房
担保强度、男方家社会资本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ꎬ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ꎮ 这些结果再次表明ꎬ
相识时间越长ꎬ男方家与女方家承担的结婚费用越接近ꎻ女方自身能力越强(用收入表示)ꎬ
要求的结婚担保费用下降ꎬ男女双方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之差会缩小ꎻ婚房作为一种婚姻承
诺信号ꎬ会扩大男女双方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之差ꎬ这与模型 ２ 的结果一致ꎻ男方家社会资
本越雄厚ꎬ男方家会承担更多的结婚费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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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稳健性回归结果Ⅱ
变量 (１) (２)

新婚夫妻结婚当年收入(Ｚ１) ０.１３６∗∗∗

(３.７７)
０.４８７∗∗∗

(４.４８)
结婚当年男方家庭年收入(Ｚ２) ０.１７１∗∗∗

(４.７３)
０.１２５∗∗∗

(３.６８)
女方结婚年龄(Ｚ３)

－０.０１１
(－０.３１)

－０.０２２
(－０.６８)

相识时间(Ｘ１) －０.０５９∗∗

(－１.８３)
男方家社会资本(Ｘ２) ０.１６９∗∗∗

(５.１８)
是否购买婚房(Ｘ３) ０.２６９∗∗∗

(８.１６)
婚房担保强度(Ｘ４) ０.０７８∗∗

(２.２５)
女方结婚当年收入(Ｘ６) －０.４４２∗∗∗

(４.０７)
Ｎ ７８７ ７８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９９∗∗∗

　 　 注:(１)∗∗∗、∗∗分别表示在 １％、５％的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ꎻ(２)因变量: 男方原生家庭和
女方原生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之差ꎮ

四、研究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婚姻市场信息不对称和目前结婚消费缺乏统一理论的现实ꎬ提出用“信号”理
论来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国男方家庭比女方家庭承担更多的结婚费用ꎮ 在我国存在男性

婚姻挤压的背景下ꎬ婚姻市场上女方相对于男方处于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ꎬ由此导致女

性在决定与谁结婚的问题上更加迟疑和犹豫ꎮ 为了尽快与适意的异性进入婚姻殿堂ꎬ男方

需要发射“婚姻承诺信号”ꎬ为消除女方的疑虑提供“担保”ꎮ 基于上述逻辑ꎬ本文从女方对

信号需求的程度和婚姻消费作为有效信号的质量可靠性两个方面提出了五个假设ꎮ
结果表明ꎬ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总体上支持基于男方进行信号担保所做出的预测ꎮ 具体

而言ꎬ男女双方从相识到结婚的时间越长ꎬ信息不对称程度下降ꎬ男方家庭支付的结婚费用

比例下降ꎻ女方能力越强(如学历越高或收入越高)ꎬ婚姻担保的需要下降ꎬ男方家庭承担的

结婚费用比例随之下降ꎻ男女双方教育匹配程度越高ꎬ男方家庭支付的结婚费用反而下降ꎬ
原因是在男方“向下婚”的情况下ꎬ女方要求提供婚姻担保的动机更强烈ꎻ购置了婚房的家

庭ꎬ虽然男方家总体结婚费用支出增加了ꎬ但在结婚总费用中承担的比例则会下降ꎬ可能的

原因是女方家此时也会相应增加“投入”ꎬ尽管“投入”的额度不及男方家ꎻ当“婚房”由于法

律规定的改变导致其信号或“担保”作用减弱时ꎬ女方会要求更大“额度”的婚姻担保ꎬ由此

导致男方家支出的结婚费用增加ꎮ
应当指出ꎬ本文主张的“婚姻信号的投资与担保说”与之前文献中提到的“婚姻竞争说”

并不完全冲突ꎬ比如根据这两种学说ꎬ均可以推导出女性学历越高ꎬ男女双方原生家庭支付

结婚费用差额将缩小的结论ꎮ① 然而ꎬ根据“婚姻信号的投资与担保说”ꎬ可以提出教育匹配

反而导致男方家庭有可能减少结婚费用支出ꎬ以及男女恋爱时间长短、间接结婚费用(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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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婚房支出)对男方结婚费用支出的影响等新的假设ꎬ这些假设是婚姻竞争视角下推导不出

来的ꎮ 因此ꎬ从这个意义上ꎬ本研究提出的婚姻承诺信号或担保理论比婚姻竞争理论更具有

包容性ꎬ也更具有解释力ꎮ 实证结果也支持了根据信号理论所提出的前述假设ꎬ由此说明这

一理论的确对我国城镇婚姻市场男方家庭长期承担大部分结婚费用这一现象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婚房”等间接结婚支出ꎬ可能比“婚宴”等直接结婚支出ꎬ具有更强的信

号指示作用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坚持先有婚房才结婚ꎬ或者坚持男方家提供的婚房要写

上女方名字ꎬ以及在“婚房”的信号作用由于法律变动减弱进而导致男方家要支出更多结婚

费用的根本原因ꎮ 这一点在之前对农村结婚消费的考察中被一再证实(方丽、田传浩ꎬ
２０１６)ꎬ本研究发现在城市婚姻消费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ꎮ

五、未来研究

城镇婚姻市场不同于农村婚姻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ꎬ男性婚姻挤压没有农村严重ꎬ原
因是一部分农村女性因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愿意嫁给有城市户口的男性(高颖、张秀兰ꎬ
２０１１)ꎮ 不仅如此ꎬ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还存在女性婚姻挤压的现象ꎬ这一点在高学历女性

群体中尤为突出(张翼ꎬ２０１３)ꎮ 然而ꎬ本研究并没有在中国城市观察到像印度那样由女方原生

家庭承担绝大部分结婚费用的现象ꎬ与之相反在我国城市里男方原生家庭支付了绝大部分结

婚费用ꎬ在这一点上和我国农村婚姻市场的情况类似ꎮ 既往关于嫁妆、彩礼的研究集中在农村

婚姻市场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竞争说”、代际财产转移说、婚姻补偿说等理论ꎬ均不能完整地解

释本研究在城市婚姻市场所观察到的现象ꎮ 正是在此背景下ꎬ本研究提出运用信息经济学中

的“信号发射”理论ꎬ来解释为何即使在我国城市甚至在高学历人群中仍然是男方家庭支付更

多的结婚费用ꎬ深层的原因恰恰是在婚姻市场女性处于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ꎮ
本文的假设主要是从女方需要“担保”以及男方发出的“信号”是否具有可信性的角度

发展起来的ꎬ其前提是我国总体处于“男性婚姻挤压”背景ꎮ 如果缺乏后面这一前提ꎬ则男性

未必会对女性要求“婚姻担保”的需要做出积极回应ꎮ 正如在印度所观察到的ꎬ在女性婚姻

挤压背景下ꎬ女性原生家庭而不是男性原生家庭需要进行“信号发射”(Ｒａｏꎬ１９９３)ꎮ 也有学

者观察到ꎬ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嫁妆比较盛行(Ｗａｔｓｏｎꎬ１９８４)ꎬ甚至在个别地方新娘家投入的

嫁妆远远超过新郎家提供的彩礼ꎮ 例如ꎬ在云南省富民县芭蕉箐苗族村就普遍存在嫁妆高

于彩礼的现象(郑宇、董新朝ꎬ２０１３)ꎬ但这一现象与本研究提出的信号发射和担保理论并不

矛盾ꎬ原因是在该苗族村寨ꎬ婚姻超级稳定ꎬ而且在互助和支持方面姻亲甚至超过男方嫡亲ꎬ
也就是说男方在婚后更大程度上融入到姻亲关系网络中ꎬ而与血亲关系反而没那么密切ꎬ由
此导致婚后女儿承担部分被认为是由“儿子”承担的赡养老人的义务ꎮ 根据本文提出的理

论ꎬ如果婚姻特别稳定ꎬ就像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离婚现象很少或男方提出离婚的难度特

别大ꎬ则实际上女方对“婚姻担保”的需求也会相应下降ꎮ
基于婚姻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需要由男方发出信号的逻辑ꎬ还可以合理推论ꎬ如果有其他

信息可以作为替代信号的话ꎬ一样可以降低新娘对“婚姻担保”的需求程度ꎬ从而降低男方在

婚姻消费中所承担的比重ꎮ 比如ꎬ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工作的男性受

到体制的约束不敢轻易离婚ꎬ女性在与这一群体的男性结婚时是否会降低“信号担保”的需

求程度ꎬ进而导致男方分摊的结婚费用下降? 抑或在男方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和提供

“婚姻担保”之后ꎬ女方家庭是否在婚后给予新婚夫妇更多的财务或非财务“支持”ꎬ从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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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看双方原生家庭提供大致差不多的“代际资助”? 另外ꎬ在那些婚姻法更偏向保护女性

的国家如德国ꎬ婚前的“婚姻担保”是否就不再重要ꎬ从而导致结婚费用在男女双方之间更均

衡的配置? 甚至男性在结婚时反而比女性更慎重和犹豫? 这些都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

探究和做出回答ꎮ
本文的局限集中在两个方面ꎬ一是调查样本是采用非概率抽样ꎬ而且样本数量较小ꎬ所

得结论不一定能真正推广到“城镇家庭”这个总体ꎬ未来可以运用其他更有代表性的数据库

资料来检验本文的相关假设和结论ꎮ 二是本文虽然提供了支持男方家“发射信号”从而比女

方家支付更多结婚费用的证据ꎬ但并没有排除“婚姻竞争”“社会规范”等在最终决定男方家

支付多少结婚费用时的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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